
梁钊韬先生（前排中）与中大人类学系教职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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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钊韬先生的学术贡献 □周大鸣

2026年6月26日 / 星期五
责编 吴大海 / 美编 黄国栋 / 校对 姚毅 A5特别报道

梁钊韬先生生平

梁钊韬（1916年—1987年），字勉之，广
东顺德杏坛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作为中国当代人类学
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学术范
式影响至今。

1935年，梁钊韬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
从林惠祥和郑德坤，1937年转入中山大学历
史系。1939年获学士学位并考入中山大学研
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成志。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奉命
西迁，梁钊韬等随杨成志取道桂林入滇。
1940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东韶关乐昌。
1941年6月，梁钊韬参加杨成志组织的粤北
乳源调查，并负责瑶人民间信仰部分，同年获
得硕士学位、毕业，留在中山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梁钊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
中央及地方组织的中南民族访问团和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深入广东、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
地区（如海南黎族、苗族及粤北瑶族地区），为国
家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中大人类学
系被取消，梁钊韬转入历史系，并主持新设立的
考古学教研室。他将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
有机结合，在华南新石器时代及百越文化研究
中取得丰硕成果。

1958年，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当
地农民起坳泥时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
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梁钊韬
随即带队赶赴现场，协助进行了科学的清理与发
掘。这具后来被命名为“马坝人”的早期智人化
石，填补了中国古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空白。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迎来春天。梁
钊韬敏锐地意识到复办人类学对国家社会发
展和学术复兴的迫切性。他四处奔走、大声
疾呼，向教育部和中大校方建言。1981年，
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这
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复办的第一个人类学
系，梁钊韬出任首任系主任。

梁钊韬主张并实践了将“体质人类学、考
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融
为一体的“四科架构”办学模式，并强调必须
结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研究，奠
定了中大人类学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独特学
术地位，还积极推动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获得全国首批人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梁钊韬
被聘为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生导师，晚年的
他亲自培养了包括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博士在内
的众多优秀高级学术人才。在临终前的病榻
上，他依然萦怀于学系的发展、教材的编写以及
研究生的论文。

1987年12月2日，梁钊韬因病在广州逝
世，享年71岁。

在我的书柜深处，珍藏着一叠泛黄

的信札。十一封信，8391字，跨越两年零

一个月。六封毛笔小楷，字字端庄如人

品；五封钢笔手书，笔笔恳切见真情。

写信人是我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中

国人类学复办的开创者梁钊韬教授。收

信人，是当年那个从青藏高原来的藏族青

年——后来被称作“新中国第一位人类

学博士和藏族博士”的我。

今年是先生诞辰 110 周年。灯下

重读这些信件，那段师生情缘的点点滴

滴，如高原的星空般清晰而璀璨。

从愣头青到开山弟子

1983年，我负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成为新中国复办人类学后招收的第一位

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见导师，梁先生就

为我确定了研究方向——民族考古。

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考古学”方法

论，强调多学科融合。1986年2月5日的

信中，他明确写道：“……民族学与考古

学相结合，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组成

部分。”这便是先生的“道”。

最让我铭记的，是他传授“道”的方

式。在信中详细论述苗族族源与屈家岭

文化的关联后，他特地嘱咐：“自行考虑

处理，不可强随余见。”不是灌输，而是启

迪；不是强从，而是引导。

他曾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问题，

找我。没问题就不找。”这正是孔子“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现代回响。

从“矛盾重重”到紧紧拥抱

1985年至1987年间，我多次深入青

藏高原进行田野调查，前后长达16个

月。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全靠

书信往来。我在成都写博士论文，写完一

章便寄去一章。先生收到后常常迅速回

信，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悉心指导，更为我

的职业发展百计筹划。他曾向学校争取

我留校任教，希望我成为他的“接班人”。

然而，恰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

立，中央统战部来调人。先生在1986年4

月2日的信中写道：“今党中央决定在京成

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我当顾全大局，

服从中央对您毕业后的任用。”

数日后，他又在信中吐露心声：“在我

来讲，已见致黄华同志函中所说，内心矛

盾重重，失去一位合适接班人。在感情上

更不用说了。”以公心超越私情，以大局克

制不舍——此等胸怀，方为真正的师者。

临别时，年迈的先生“伸开双臂紧紧

拥抱着我”，久久不愿松开。他亲笔题写

两幅字相赠：“为发展我国人类学事业勇

攀高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从“望您来信”到永世不忘

我毕业后赴北京工作，次年带队进藏

调查。先生在1987年5月15日的信中写

道：“望您到西藏后给我信，或到什么地方

随便写几个字给我也好。”质朴的话语，透

出深切的牵挂。那封信里，他还说：“但愿

您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

真正的安慰！您说我对您像父亲一样关

心您，师生关系应该永远如此。”

我离开后不到一年，先生便溘然长

逝。那拥抱的温度，那题词的墨迹，那十

一封信的叮咛，成为永久的珍藏。

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在他的指

导下，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五百多页的

藏学博士论文，被专家评为“颇多创见”

的“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

人类学著作”。我先后应邀前往美、英、

法、日等10多个国家讲学，在国际藏学界

为祖国发声。1991年，我被授予“作出突

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200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殊荣。

但我知道，这一切的起点，是中山大

学，是梁钊韬先生。没有他，我或许永远

是那个从“世界屋脊”走来的懵懂青年。

从受业弟子到授业恩师

如今，我也成为博士生导师，指导了

30多位博士研究生。一如当年先生培养

我那样，我鼓励他们在继承中创新，在尊

重中超越。先生曾在信中叮嘱我：“树立

自己的应有尊严和威信。”这句话，我一

直记在心里，也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学子。

三十八年过去了。每当我坐在书桌

前，面对那些求学的年轻人，我总会想起

先生伏案写信的身影——毛笔小楷，一

字一句，工工整整。那是一个学者对学

术的虔诚，一位师者对弟子的深情。

（作者系新中国首位人类学博士、首位

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

十一封手札，一段跨越时空的师生情

梁钊韬先生

在中山大学历史

学系任教将近

30年，为中山大

学历史学科建设

与发展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我1974年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

李松生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梁先生的名

字和民族学、考古学概念。梁先生及其

培养出来的民族考古学的老师们的学术

领域，是我最早接受学术启蒙的园地。

梁先生在历史系期间，提出要将考

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互相印证、互相

补充、互相综合，将考古学置于历史学科

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建设。他一直主张，历

史研究要到田野中去、到民间去、到遗址

现场去，带领师生深入五指山和滇西，在

黎族、佤族、拉祜族等田野调查……他坚

持的“走出书斋”精神，至今仍是中大历

史学系最宝贵的学术传统之一。

我想强调，梁钊韬先生不仅是中山

大学人类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传统的开创者。他在历史

学系的30年，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在

学术低谷的艰难时刻，如何守护学术的

火种，以创造性的方法开拓新的方向。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历史系原系主任）

梁钊韬先生对中大历史学科贡献斐然

我 于 1986

年考入 中 大 人

类学系，进校那

半年，经常能看

到 梁 先 生 到 马

丁 堂 来 和 大 家

交流、参加相关

讲座。1986 年底梁先生病重住院，

我们研究生轮流陪床，和先生有单

独十几个小时的相处，先生给我讲

了复办人类学系的过程，场景今天

还历历在目。之后不久，梁先生就

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

人类学学科。

我觉得梁先生的贡献已经超出了

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先生一直强调

学科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早在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就强调人类学、民族学要

为边疆地区不同群体的发展服务。

他还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特

点。他的学术论断，对于今天的交叉

学科建设、突出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

学术的关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特

性、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及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有着积

极的学理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常委、

副校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原系主任）

赓续人类学学科 突出中华民族共性研究
□麻国庆

梁钊韬是中国现代人类学重建与自

主发展的关键奠基人，其一生的学术轨

迹与中国人类学萌芽、停滞、复兴的百年

历程高度重合。身处二十世纪学术动荡

与学科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坚守“田野

就是课堂”的核心理念，突破西方单一学

术范式的局限，立足中国多民族社会现

实，探索出本土化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开

创了中国人类学自主发展的先河。

跨学科方法论的形成
与核心构成

构建“考古学—民族学双核”跨学科

研究体系，是梁钊韬对中国人类学最核

心的方法论创新。该方法论根植于其多

年西南、华南少数民族田野实践，同时批

判性吸收博厄斯历史特殊论、马林诺夫

斯基功能主义等西方经典理论，依托中

国本土族群与文化材料完成理论再造。

该方法论形成了层层递进、逻辑闭

环的理论体系与可落地的操作范式。理

论层面，建立“材料搜集—多维分析—系

统阐释”的完整研究路径，统筹整合考古

挖掘、民族调研、文献考据三类核心素

材，兼顾历时性的历史演变脉络与共时

性的当下文化形态。

操作层面，梁钊韬创立的“三重证据

互证”机制与定量定性结合模式，成为中

国民族考古学的核心研究范式。他主张

田野调研需同步采集体质、语言、物质、

社会等多维数据，构建立体化研究矩阵；

通过考古类型学界定文化时序，依托民

族志解读文化功能，借助历史文献佐证

文化内涵。这一成熟方法论在其学生陈

明芳的悬棺葬研究中得到完整落地，成

为学界经典研究范例。

学科重建的历程与核
心贡献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标志

着中国人类学正式回归制度化、规范化发

展轨道。梁钊韬提出的本土化四分支变体

架构，让中山大学迅速成为全国人类学研

究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在学科复苏的

关键期，他深耕教材建设，1985年牵头合

著《中国民族学概论》，融合马克思主义社

会形态学说与西方功能理论，以黎族制

陶、彝族家支制度等本土案例阐释文化变

迁与社会发展规律，成为学科复苏的标志

性教材。同时，他主持翻译多部国外学术

著作，搭建起中外人类学对话的参考体系。

人才培养是梁钊韬学科重建的核心

抓手。1983年，他招收新中国首位人类

学博士生格勒，指导学生扎根藏区田野，

同步采集考古遗存、口述史料与宗教仪

式资料，产出的博士论文成为民族考古

学典范成果。

梁钊韬的学科重建是学术范式的系

统性革新。其创立的民族考古学方法，打

通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壁垒，为三星

堆、良渚等史前文明研究提供全新阐释路

径。作为百越民族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他

证实壮侗语族文化的连续性传承，有力佐

证了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核心理

论。1984年，他主办国际人类学研讨会，

在对外开放交流中坚守学术自主，着力构

建以中国本土问题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

系，学术成果辐射全国，推动厦门大学、中

央民族大学等高校重启人类学专业。

从巫术研究到中国学
术话语构建

梁钊韬的理论创新贯穿整个学术生

涯，实现了从单一巫术研究到中国本土人

类学话语体系的完整建构。其早期巫术研

究突破西方“巫术—宗教”二元对立框架，

提出“巫术宗教”复合形态，结合商周青铜

器纹饰、楚地帛画等本土遗存，阐释中国巫

术兼具通灵祭祀与政治礼制的双重属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理论体系日

趋系统、成熟。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他

依托仰韶、龙山文化及华南新石器时代

遗址材料，修正摩尔根社会进化论与恩

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固有局限，提出中

国史前文明“和平演进”的独特模式。

1983年提出的“民族考古学”理论是其核

心创新，构建“考古遗存+活态民族志+历

史文献”的古今互证模式，证实华南史前

技术的活态传承脉络。

此外，其百越文化研究、文化动态平

衡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本土学术体系。他

系统论证百越族群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重要贡献，奠定“百越学”研究基

础；创新性以传统“气论”解读巫术文化；

提出“文化动态平衡”理念，为当代民族

文化治理、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其系列原创性成果，为中国人类学

实现学术自主、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研

究提供了坚实理论滋养。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

学学院原党委书记、人类学系原系主任）

□刘志伟

□格勒

梁钊韬先生一生致力于

在西南边疆开展民族调查与

研究，深度剖析呈现了中华

文明早期南方地区“多元一

体”进程发生发展的机制，

证实了从新石器时代起，百

越民族就不断与中原华夏族

融合混血，为缔造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他还敏锐

地发现沿海族群在多元一体的进程中发挥独特的联通作

用，创造性提出从海陆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研究

路径。

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人类学是梁先生一生的学术报

国志向。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田野

材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原创性理论，提倡民族学、

考古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他的一生，是推动中

国人类学本土化、科学化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以前我们对梁先生在博物馆

方面的贡献谈得较少，其实梁先生

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两年多时间。

1944年，梁先生到成都华西大学

博物馆任职，返回中大后创办了中

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我在中大读书时无缘面见梁先生求教有关博物馆的问

题。他留下来的唯一一篇有关博物馆的文章、上世纪四十年

代发表的《略述博物馆的历史和任务》，具有重要价值。他

指出，“现代的博物馆……它所负社会上或民族上的教育使

命是非常重大的”“博物馆可以促进人类学进步，而人类学

却可以发扬博物馆的功用”“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中，博

物馆教育还没有注意到”。这里可以欣慰地告诉梁先生，至

今年5月18日，中国备案博物馆的数量已发展到7188家。

从梁先生的经历以及上文所举观点来看，梁钊韬先

生也应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学家。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

梁钊韬先生的博物馆观 他用一生推动中国人类学
本土化科学化

重走梁钊韬先生的
滇西民族调查之路□肖海明

从2024年夏天起，我带着

团队一次次走进滇西，去的是

梁钊韬先生六十年前调查过的

村子。站在那些村子之间，看

着脚下刀劈一样的山路，我每

天都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去的。

这不是一个关于“多不容

易”的感叹，是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去”的问题。村子总会变，

公路总会通，文化总会流动。那追踪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

么？我想了很久，觉得意义在于“去”这个动作本身。自己的

土地，得自己走一遍、自己记一遍，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眼

睛看。从这里到今天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事。

六十年，路变了，村子变了，文化变了又没全变。可那

个“一定要去”，从来没有变过。在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

年的今天，这条路上的人还会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研究院执

行院长、西南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

□杨小柳□田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钊韬先

生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曾受教于

考古学家郑德坤。1941年，郑德坤

接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职。

1943年，时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

师的梁钊韬在与郑先生的通信中表

示，深感“西北川康一带，方为边疆

学术研究之较好对象”，在对方的支持下前往华大。

1944年到任后，梁钊韬担任博物馆民族学部主任，

专门从事西南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汇编《西南民族

志资料书》与《西南民族丛书》以作“我国历年来民族志

之总检讨”，总字数达300余万。1945年，二人在《华西

大学博物馆丛刊》上发表了《中国西南民族导论》，首次

对中国西南的民族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中，按照总论绘

制的“西南民族分布图”，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西南民族

分类体系，是中国人类学西南知识系谱的奠基之作。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梁先生与中国人类学的
西南知识系谱 □李锦


